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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名家与儒家:
三种指物观的比较分析

*

肖中云 张长明

［摘 要］ 在指物观上，后期墨家、公孙龙和荀子分别是墨家名学、名家名学和儒家名学的典型代

表。后期墨家因受制于“指”的传统认知与使用，限制了其在指物观上的深度认知; 荀子因将名纳入

治世轨道，使其研究掺杂过多政治伦理因素，阻碍了他对名的指称功能的更高概括; “专决于名”的

公孙龙，由《名实论》之论名实关系，推进到《指物论》之论名物关系，突出体现了其名学思想的

理论高度。三种指物观虽存在某些认知程度上的差异，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于名的指称功能的基本立

场与主张，是根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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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符号学角度来说，我国古代名学中的指物观，是指建立在名实关系认知基础上的对于

名的指称功能的理解和看法。在先秦名学史上，除公孙龙著有 《指物论》专论名物关系问题之

外，其他先秦诸子的指物思想，大多是内含在其对名及名实关系的认识中，因而，鲜见有研究者

将指物观单独进行专门的讨论。但从语词符号学观点来看，指物观实质是对名的符号性质和功能

的更深刻的认知与把握，它是一种名学思想在认识高度和理论深度上的集中反映与突出体现，因

此，对先秦指物观作专门探讨，是很有其独特的积极意义的。在后期墨家学者、公孙龙和荀子的

名学思想体系中，都明确包含了他们的指物思想。本文试以他们的指物观分别作为墨家、名家和

儒家名学的代表，展开一些对比分析。

一、名实观: 共同的认知基础

从现代语词符号的角度来说，我国名学理论中的指物观或者说指物思想，是对名及名实关系

54

*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孙龙子》的符号学解读” ( 项目号 18ZDB007) 的阶段性

成果。



认识的一种拓展与深化，它是在对名及名实关系的认知基础上，而展开对名的指称功能、作用的

更高层次的理解与把握。因此，探讨后期墨家学者、公孙龙和荀子的指物观，必须首先了解他们

的名实观。

我国学术界通常将 《墨子》一书中的 《经上》和 《经说上》、 《经下》和 《经说下》以及

《大取》和《小取》等六篇，合称为《墨经》或《墨辩》，并将其看作是后期墨家学者的代表作

品。《小取》云: “以名举实”，又 《经说上》云: “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在先秦诸子

那里，与“名”相对应的“实”，一般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有形事物，“名”是 “举实”，是依

“实”而生，所以 《经说下》说: “有之实也，而后谓之; 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后期墨家认

为，名是用以称谓具体事物的，因此，先有客观具体事物的存在，才会用名去称谓它; 如果没有

客观事物的存在，也就不存在用名去称谓。在他们看来，“名”是 “所以谓”，是用以称谓、谓

述客观具体事物的; “实”是“所以谓”，是被名加以称谓、谓述的对象。因而，《墨经》作者

所理解的“名”即是具体事物的名称、标记，而名实关系就是名称与具体事物之间一种谓述关

系，用现代符号学话语来表达，就是指称或代表关系。又 《经上》云: “‘君’、‘臣’、‘民’，

通约也。”①这里的“通约”，即人们共同一致约定的意思。后期墨家学者认为，象 “君”、“臣”、
“民”这类名称的生成方式，与“依类象形”而派生的名称有所不同，既不是依据具体事物之形

摹拟、描画出来的，也不是由单独的某一个人来规定或指定的，它们指称什么、代表什么，完全

是由使用该类名称的特定语言社会大众共同约定或规定的一致结果。在 《墨经》中，实际上已

区分了两类事物名称，即《大取》: “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不可以形貌命者，

虽不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这是两类名称在生成方式上的重要区别，前者是指以 “画成其

物，随体诘诎”的方式生成的事物名称，“名若画虎也”。这种生成方式是由我国汉语言文字系

统独特的表意特征所根本决定的，其本身并不具有选择性或约定牲，但从这类事物名称的符号性

质来说，它同样具有约定俗成性，因为，在使用汉语言文字系统的特定语言社会中，任何个人都

是不能随意改变这类名称的确定的所指的。“君”、“臣”、“民”等名称，表征的是人的一种社

会关系、身份等级，还有如 “坚”、 “白”等表征事物性征的名称，都是 “不可以形貌命者”，

完全是由语言社会大众共同约定的结果，而一旦通约确定下来，大家就要 “便其习而义其俗”，

共同遵守。《经下》: “惟吾谓，非名也，则不可”，仅仅按照某一个人的习惯去称谓事物，这种

称谓不是事物的名称，也是不可行的。后期墨家学者认为，规范、合理的名实关系，必须是名与

实相应相符、两相一致。《经说下》云: “正名者: 彼、此—彼此，可; 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

此—彼此，不可。”这段话的意思是: 以彼实之名谓述彼实，此实之名谓述此实，这是可行的;

由于彼实之名仅限于称谓彼实，此实之名仅限于称谓此实，因而，如果用彼名去谓述此实，或者

用此名去谓述彼实，那是不行的。《墨经》作者看来，一个名称只能称谓一种具体事物，而一种

具体事物也只能有一个相应的名称; 只有这样，才能名与实相应、一致，使名实关系规范化，防

止和避免名实混乱现象的发生。

在《公孙龙子》一书中，专门著有《名实论》，集中讨论名及名实关系问题，该篇也因此被

研究者称为“公孙龙哲学的纲领性文章”、“全书的绪论”和公孙龙名学思想的奠基之作②。在

《名实论》中，公孙龙通过对“物”、“实”、“位”、“正”等术语的解释或说明，较系统地阐明

了自己对于名及名实关系的认识和主张。“物”: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公孙龙认为，天地

间的万事万物都可统称为 “物”。这种解释明显是为他的 《指物论》作铺垫的，为其由名实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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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指物观的探讨，架设了相互联结的桥梁。作为总称的 “物”名，它称谓的对象既可以是已

经进入人们认识视野和实践范围的已知事物，也可以是还没有为人们所认知的未知事物。“实”: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在公孙龙看来，名称都是相对客观具体事物而言的，正是因

为这些具体事物进入了人们的认知范围，并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人们获得了各种具体事

物“物其所物”即所以成为某物的根据，人们才给其制订出名称的。因此，“实”是相对于各种

名称所称谓的具体事物而言的。“位”: “实以实其所实 ( 而) 不旷焉，位也。”“位”是公孙龙

名学独创的一个术语，我国学界对它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但如果将 “位”与其上承的 “实”

与下文的“正”联系起来，实则并不难理解。“位”是指名的符形与实之间的一种确定的对应关

系。名作为“书面语言的基本符号是具有某些特性的笔画，符号和符号之间有空间的先后顺

序。”③因而，名的空间位置的改变，必然造成名实关系的混乱。《名实论》云: “其正者，正其

所实也; 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正名”的实质就是规范名实关系。公孙龙认为，“正名”就

是确定和规范名的“所实者”，即名所称谓的对象。“白马”名称本身有其固定的空间关系，共

同决定称谓的具体事物，如果旷缺了其中的 “白”或 “马”，都将导致所称谓对象的变化。
“正”: “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正也。”在公孙龙看来，作为具体事物的名称，它存在一种

确定的位置关系，如果改变了这种位置关系，那就是“非位”，名与实不一致，而只有 “位其所

位”即名与其称谓的对象相应、相当的名，才是规范的名。从现代符号学观点来说，公孙龙独

到的“位”论，是对先秦名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我国古代的名属于一种视觉符号，它与以表音

为特征的听觉符号是有很大差别的，“听觉符号在特征上与视觉符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把时间

而不是空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后者使用空间而不是使用时间。”④在对 “物”、“实”、“位”、
“正”作出具体说明的基础上，公孙龙给出了先秦名学史上最为经典的关于 “名”的界说: “夫

名，实谓也。”名就是对客观具体事物的称谓，也就是具体事物的名称符号或标记物。这与上述

有关《墨经》作者对 “名”的理解和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在 《名实论》中，公孙龙还提出了

“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因其表述方式和具体内容都与上述后期墨家所论十分相似、 “雷

同”，二者并无实性差异，这里就忽略不作详述了。

大儒荀子也专门著有《正名》篇，在其中具体阐发了自己的名实观。《正名》云: “名也者，

所以期累实也。”这里的“期”即要约、会合之意。荀子认为，名是对诸多具体事物的一种要

约。由于人们所见到的具体事物，只是某一具体物类中单个的个体事物，而事物的通用名称通常

是某一具体物类的名称，因此，人们只有通过对诸多个体事物性征的观察与会合，找出其共同性

征，将这些具有共同性征的个体事物统归于一个物类，并为之制订出一个为该类个体事物所共有

的名称，以作为对这类事物的一种要约。荀子对于名的 “期累实”之说，与我国汉语言文字的

生成方式，是完全相符、一致的。对于名的约定俗成性质，荀子也给出了明确的阐释。《正名》

云: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定俗成谓之实

名。”在荀子看来，事物名称本身并不存在合适不合适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名称来称谓事物，完

全是由语言社会大众共同约定的。只要符合这种约定，这个名就是合适的，而不符合这种约定，

则这个名就是不合适的。荀子认为，名原本也没有其固有的称谓对象，只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某名

去称谓某具体事物，大家便按照这种约定把某名当作该事物的名称。荀子从一般意义上论及名的

约定俗成性质，较之后期墨家之论“君”、“臣”和 “民”的通约性，明显是更进了一步。从现

有资料来看，荀子并没有直接和一般性地讨论名实关系，但他在论及 “制名之枢要”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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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实质性地表明了对于名实关系的看法和态度。《正名》云: “然后随而命之: 同则同之，异则

异之; …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这是荀子提出的关于制订事物名称的一条基本原则。他认为，给事物

命名，必须遵守同类事物使用同一个名称，不同类的事物使用不同的名称，使同类事物的名称一

样，不同类的事物，其名称也不一样。反过来，名称相同，其称谓的对象也相同; 名称不相同，

其称谓的对象也不同。可见，荀子 “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制名原则，实际上已包含或者说

表明了他对于名实关系的基本态度与主张，这就是肯定名与实的相互对应关系，强调名实关系的

一致性、确定性。

分析表明，无论是后期墨家学者，还是被 《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重要代表的公孙龙，

以及终生以宣扬儒学为己任的荀子，他们对于名及名实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是根本一致的，是没

有任何原则性区别的。

二、常识与超常识: 对 “指”的不同理解

名实观的核心，在于对名及其与实的关系的一般性理解和认识。因此，正如上面所看到的，

它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包括名的性质与功能、名的生成方式、名与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其规范

等。指物观则主要是侧重于对名称符号认知功能与作用的认识与思考。由于名的认知功能是以其

称谓的对象为表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指物观只是名实观中的一个具体内容。瑞士著名语言学

家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⑤，“能指”即符号的音响形象，“所

指”即概念或观念。按照索绪尔的这种区分，指物观主要论及的是名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或

者说代表关系，但它是从名的指称功能角度来展开的，并不是局限于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对

名称符号指称功能的认知及其延伸，是考察和评价一种名学思想认知程度和理论深度的重要方面

和尺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古代的名属于以视觉为基础的表意符号，从符号类型看，

作为“视觉的、‘空间的’符号在特征上则倾向于图像”⑥。换言之，名本身又是表意的，名的

笔画形状直接显现出所指。可见，名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是十分特殊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

指称关系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单独将先秦诸子的指物观作专门分析，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准

确把握其名学成就与贡献，具有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名学家并没有提

出和使用“指称”这一现代符号学理论中的重要术语，但对于名的符号指称功能，后期墨家学

者、公孙龙和荀子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有明确的认知与具体的阐明。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对名的功能、作用的论述，是最全面、最系统和最详尽的。 《正名》

云: “制名以指实”，“名足以指实”。荀子认为，当事物不能被人们所知晓、了解时，就必须给

具体事物制订出名称，用名称去称谓事物、表征事物。荀子将 “指实”理解为人们给事物制订

名称的根本目的所在，这是对于名的符号性质的一种深刻把握。因为，作为客观具体事物的一种

替代物、一种符号标记，“指实”既是名作为名词符号所具有的一种指称功能，也是名作为名称

符号的一种根本规定性。可见，在荀子那里，名能指称事物、代表事物，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并且，荀子还明确使用了“指”这个术语，这在先秦名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这个 “指”虽与

我们现在使用的译自于西人的术语 “指称”尚有一字之差，但就汉语言文字体系固有的简洁性

特征来说，荀子所使用的 “指”即是指称、指谓、指代之义，其涵义与现代西方符号学中的

“指称”，并无实质性区别。也正是基于 “名以指实”的认知前提，荀子详细阐明了名的别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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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交际功能和治世作用等。 《正名》云: “名定而实辨”。在荀子看来， “万物同宇而异

体”⑦，如果不“分别制名以指实”，就会使 “同异不别”，不能将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区别开

来。而各类具体事物有了指称它们的名称，就可以使“同异别”，将这些客观具体事物相互区别

开来。简言之，确定了事物的名称，也就意味着区分了名所指称的具体事物。又 《正名》云:

“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也。”这里的 “喻”为

了解、知晓之意; “志义”则是指思维内容。荀子认为，名不仅指称事物、代表事物，它还表达

关于事物的思想观念。因而，当人们听到某名的发音，就可以知道名所指称的对象及名所表达的

思想观念。在荀子看来，名是人们用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即便是 “远方异俗之乡”，

只要“从诸夏之成俗曲期”，共同遵守名的约定俗成规约，人们就可以 “因之而为通”，展开人

际交际活动。荀子还将名看作是治世的一种手段，认为借助 “分别制名以指实”，可以 “明贵

贱”，使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互不相乱，达到天下致治。分析表明，荀子对名称符号指称功能

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也是比较深刻的，他所理解的“指”与现代语词符号学中的 “指称”，已

具有非常接近的涵义和同等的意义。⑧

后期墨家也表达了自己的指物观。《经说下》云: “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

是以名示人也。指是霍也，是以实示人也。” 《墨经》作者认为，在人们交流思想过程中，存在

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 一是“以名示人”，即通过事物的名称来传递信息，让对方了解和明了自

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比如，通过使用朋友的名字和 “富商”等名称，就可以让他人知道自己这

位并不在交际现场的朋友是一个家境富裕的商人。“以名示人”，也就是以事物名称开展人际交

流活动。二是“以实示人”。即借助交际者的手势指向，来表达关于当前事物的某种思想信息，

这是在同一交际场所向他人介绍自己已经熟悉的友人或其它事物的最常用交际方式。比如，交际

者用手指向同在交际现场的某人霍，说“这是霍”。不难看出，相对于“以名示人”而言，在实

际的人际交际过程中，“以实示人”是难以作为一种独立的交际形式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事

物名称等语言符号的使用，仅仅依赖交际者手势指向于某物，他人是无法获得关于某物完整而准

确的信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实示人”只是“以名示人”的一种辅助形式，其作用主要在

于确认交际对象，使之不与其他交际对象相混淆。后期墨家学者也认识到了 “以实示人”在人

际交际中的局限性。《经下》云: “所知而弗能指也。说在春也、逃臣、狗犬、遗者。”又《经说

下》释云: “春也，其死固不可指也。逃臣，不知其处。狗犬，不知其名也。遗者，巧弗能两

也。⑨”《墨经》作者认为，对于交际者来说，虽然有的具体事物是了解或知道的，却不能用手指

去加以指认。比如: 虽然知道“春”这个人的名字，但春早已经过世，这就无法用手指去指认;

对于逃亡过程中行踪不定的奴隶，也不能用手指去加以指认; 犬、狗有大小的区分，但二者并没

有明确的区分标准，交际者就难以确定具体用哪个名称去称谓才合适; 已经遗失的物件，即便是

能工巧匠，也无法对物件进行原样复制，因而它也是不能被交际者加以指认的。很容易看出，在

后期墨家学者那里，“指”即以手指指物，也就是指认、指引之意，这与上述荀子的 “以名指

实”之“指”，是完全不同义的。《墨经》作者对 “指”的理解与使用，无疑是与当时乃至今天

依然保持的汉人用语习惯密切相关的。另外，由上述 “狗犬，不知其名”而 “弗能指”可知，

《墨经》作者虽然将“以实示人”作为与 “以名示人”并列而论的两种不同交际方式，而在具

体解释过程中，又实质性地肯定了名在交际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在《公孙龙子》中，公孙龙专撰《指物论》一篇探讨指物关系，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名学史

94



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指物论》是《公孙龙子》一书中最为难读难解的一

篇。在我们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对公孙龙思想的整体认识与把握。实际上，《公孙龙子》五

篇都是“专决于名”的，《指物论》也明确指出 “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

因此，如果从名即名词符号、也就是名的符号本质上去理解和把握公孙龙名学思想，《指物论》

就未必难读难解。《指物论》篇幅不长，且明显是为破斥当时人们以 “指”为指认这一常识而立

论的，它全篇都是围绕“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一中心论题而展开分析的。从 《指物论》的

具体分析论证中可看出，公孙龙的立论完全是以其在 《名实论》中所确立的名实观为理论基础

的。针对人们常识中的以手指指物为 “指”，公孙龙提出了四点基本主张: 一是 “指”是一种兼

称。《指物论》: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谓无指也。”在公孙龙看来， “指”

是一种兼而共有的名称，世界上存在不能用手指指认的事物，并不等于说事物没有它的 “指”，

因为名即是对事物的“指”，只不过人们在常识上不将它叫做 “指”罢了。二是指认不是对事物

的“指”。《指物论》: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

指?”“指于物非指也。”世界上到处都有不能用手指指认的事物，能说这种 “指”是对事物的

“指”吗? 在公孙龙看来，人们常识中的 “指”原本就不是对事物的 “指”，哪有等到事物出现

在人们眼前并用手指去指认，才能称之为事物的指呢? 因而，以手指物并不是对事物的 “指”。

三是以名指物之“指”是对事物的“指”。《指物论》: “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

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如果世界上没有对事物的 “指”，谁敢直接谈论 “非指”

即以名指物之“指”呢? 公孙龙认为，世界上之所以存在不可指认的事物，根源在于各种具体

事物都有它的名称，名能指物，而并不是因为可否用手指去指认，以名指物的 “非指”才是真

正的对事物的“指”。四是 “物莫非指”。在公孙龙看来，如果用不称之为 “指”的 “非指”，

即名去指称事物，则世上万事万物都可指称。⑩

分析表明，在先秦诸子那里，实际存在着对 “指”的两种理解与用法: 一是人们常识中的

“指”即指认，后期墨家学者属于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一是超越常识或者学理上的 “指”即指

称，荀子属于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公孙龙则明显是处于由常识向超越常识的过渡阶段。一方面，

他认可人们以手指指物为 “指”的常识，因而，他没有像荀子那样，直接地明确地赋予 “指”

以学理上的意义; 另一方面，公孙龙又明显不满足于以手指指物为 “指”的常识，主动向这种

常识发起了挑战，并由此阐明了自己的指物观。

三、三种指物观: “形”不似而 “神”似

现在，我们对上述三种指物观作些简要的对比分析。

首先，对“指”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上述名学思想家对于指物问题的认知与

发挥。相比较而言，后期墨家学者囿于对 “指”的常识理解，对名的指称功能的认识较为初步

与朴素，虽然提出了“以名示人”，却也是止步于此，未能向更深层次拓展。公孙龙比后期墨家

明显前进了一大步，不仅看到了以手指指物为 “指”的狭隘性，认识到了以名指物之 “指”的

不同性质，并提出了事物都可用名加以指称的主张，但相对于荀子来说，公孙龙的指物观明显不

够丰富、认识过于单一。荀子则完全突破了以手指指物为 “指”的传统界限，直接指明人们制

名的目的即在于用名指称具体事物，并由此展开对名的认知功能等多方面的探讨。

其次，从后期墨家固守传统与公孙龙挑战传统方面来看，《墨经》作者基于传统的以手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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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指”的常识性理解，提出了“以实示人”，并具体分析了 “所知而弗能指”的几种情形。

公孙龙则不囿于常识之限，提出了超越传统的新认识，不仅指出了以手指指物为 “指”的局限

性、不合理性，而且提出了“物莫非指”的重要主张。初看之下，这两种指物观之间的相互对

立与排斥，似乎非常直接与十分明了，但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并非如此。从现代符号学观点来

看，后期墨家学者将“以实示人”与“以名示人”作为并列的两种人际交际方式，这的确是有

其认识偏差的，但从两种指物观的基本认知来说，并无任何冲突与矛盾之处。因为，二者是从

“指”的两种不同理解与使用上，来阐明各自认识与主张的。并且，必须指出的是，《墨经》作

者使用的“指”虽是人们常识上的一般性理解，但他们并没有否定事物的其它指称方式，更没

有将传统认识的指认之 “指”推及到名物关系。相反，后期墨家提出并肯定“以名示人”，将名

看作是人际交往的工具，这就表明他们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名对于事物的指称功能，并将这种学理

意义的“指”与其所使用的常识范围的 “指”，作了区别对待。因此，《墨经》作者在指认用法

上的“所知而弗能指”结论，与公孙龙在指称意义上的 “物莫非指”主张，并不存在根本性的

矛盾冲突，并且二者在指物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认知，是完全没有区别的。瑏瑡

再次，三种指物观的认知程度虽有差异，但基本认识是相同、一致的。《经上》云: “名:

达、类、私。”又《经说上》释云: “物，达也; 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达名”是指称范围最

大的名称，它是任何具体事物都可应称的名称。因此，“达名”也即公孙龙的 “物”，是世间万

事万物的统称。又《正名》云: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

也。”与公孙龙一样，荀子没有专门讨论名的种类问题，同时也将“物”作为各种具体事物的总

称。可见，三种指物观都共同地认识和使用到了 “物”这个名。从理论上说，名作为客观事物

的名称、标记，“物”作为世上万事万物的统称，与名对应的应该是 “物”。换言之，名物关系

明显是比名实关系更高一个认识层次的概括。在这一点上，只有公孙龙将 《名实论》中关于名

实关系的讨论，上升到《指物论》并形成自己的指物观。因此，公孙龙的指物观在理论认知层

面上是最高的。荀子虽然对名的指称功能的认知是最为全面的，但他将名纳入了治世的范围，视

名为致治的重要手段，这是荀子与公孙龙和后期墨家都不相同的地方。不可否认，作为具体事物

的一种替代物，名称的制订与使用，固然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治世作用，但名的功能体现主要是对

于语言社会大众而言的，如果将过多的政治因素、伦理因素掺杂到对名的认识与研究中来，就必

然要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削弱和阻碍思考的进程。因此，尽管荀子对名的指称功能的认识，可谓

面面俱到，内容比较丰富，甚至直接冲破了语言传统的束缚与制约，但最终没有迈出那关键一

步，将自己的名实观提升到对更具普遍意义的关于名物关系一般性研究。后期墨家严格遵守语言

社会大众对于“指”的常识性理解，这种做法是完全符合名的约定俗成原则，是无可非议的。

实际上，以手指指认事物为“指”的这种理解和使用，在当今以汉语言文字为背景的文化圈中，

仍属于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后期墨家学者坚守传统语言习惯，是无可指责的，但受制于对

“指”的传统用法，则恰恰是他们在指物观上未能前进一步的根本原因。后期墨家对名的认识与

讨论，虽不如公孙龙那样“专决于名”，是一种不掺和其它任何功利因素的纯粹的名学研究，但

也并没有像荀子那样，将自己的名实观掺揉进过多的政治伦理色彩。因此，《墨经》作者在指物

观上的止步不前，主要在于他们对于 “指”的传统用法的过于执着，常识的狭隘性限制与束缚

了对于名的指称功能的深度把握和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

总的来看，先秦名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指物观，虽然彼此之间存在某些差异，但这些差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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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对名物关系的认知程度上。这种认知程度上的差异，无疑是三种名学思想体系不同理论

深度的表征，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名学的根本立场和基本主张上，构成一种原则性的对立与冲

突。实际上，这三种指物观在对名的指称功能的理解上，基本认识和主要看法是根本一致的，是

“神”似而“形”不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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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1) On the Structure Expansion of Neoclassical Development Theory: Analysi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o Dajiang爛 5爛
Further enriching and perfecting the post-development stage research of development theor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the current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de-
velopment theory， the elemental regression of the neoclassical development theory can be effectively com-
patible with the discontinuity analysis of the discontinuity，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real e-
conomy．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does not refer to the ab-
solute imbalance of the total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region， but the imbalance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
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ts factor endow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various region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its elements． And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hich is th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leads to more extensive input of fac-
tors， and shrinking growth space． It is urgent to rely on the improvement of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as
the c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verall economic structure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allocation in each region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endogenous development．

(2)Mohist School， the School of Logicians and Confucian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Kinds of Philosophy of Indication and Substance

Xiao Zhongyun， Zhang Changming爛 45爛
In terms of the Philosophy of Indication and Substance， the late Mohist school， Gongsun Long and

Xunzi are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Mohist School， the School of Logicians and Confucianism respec-
tively． In the later period， Mohist school restricted it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e of Indication be-
cause of its traditional cognition and use of indicating; Xunzi brought Ming into the orbit of governing
the world， so that his research was mixed with too many political and ethical factors， which hindered his
deeper gener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referencing the name; Gongsun Long， who focused on Ming pro-
moted the theory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me and the reality in Theory of Name and Ｒeality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ngs and their names in Indication and Substance， which highlighting the
theoretical height of his famous thought．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cognitiv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kinds of referential concepts， on the whole， their basic standpoints and opinions on the referential func-
tion of name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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